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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就业与劳动力流动对收入
分配形势变化的影响

都　阳＊

【摘　　要】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普通工人的短缺和工人工资上涨现象日
益明显。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获得了非农就
业的机会，扩大了总体就业的水平，也使原本处于低收入的群体的收入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利用不
同的实证资料，本文分析了扩大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所导致的收入增长对改善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
发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趋同正在发生。因此，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会
向更有利于收入分配改善的方向转化，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会合也会加速。
【关 键 词】劳动力流动；就业增长；工资趋同；收入分配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反映城乡居民收入
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其结果表
明，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自２００９年开始已
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尽管对这一结果公众的
反应莫衷一是，但是，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生的
明显变化，的确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因素。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而言，未来进一
步缩小收入差距，不仅要继续通过深化改革逐步
消除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也要继续保持劳
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业已形成的缩小收入差距
的积极因素继续发挥作用。

一、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变化

从劳动力市场看，扩大就业和不同群体之
间工资的趋同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

距的积极手段。当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使劳动力
流动成为可能时，农村劳动力必然对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差异作出反应。这

也是我们观察到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尤其是农
村向城市的迁移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正是由
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是以获取更高收入

为动机的，所以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非常直
接，集中体现为扩大就业的效应和工资趋同
效应。
首先，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

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流动。由于他们在农业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所以他们在非农部门的就
业不仅扩大了就业，也带来收入的改善，并由此
成为推动收入分配形势向积极方向转化的主要动

力。而一旦非农工资水平开始迅速上涨，就会相
应地提高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以农业雇工
工价来反映农业劳动投入的成本，我们不难发
现，农民工非农劳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雇工工资
水平也呈现出趋同的局面。如图１所示，自２００３
年以后，农民工工资与农业雇工工价的比重基本
呈下行趋势，２０１１年约为１．１６，二者的水平已
经非常接近。

＊ 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ｄｕｙａｎｇ＠ｃａｓ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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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民工工资与农业雇工工价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农产品成本资料及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所得。

其次，当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步扩大，伴随
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
的供求关系也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并表现出不同
于二元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
就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以较快的速度上涨。

由此，工资效应和就业扩大效应一起成为改善收
入分配的重要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
调查资料显示，以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６．７％；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
则达到了１２．４％。在后一个阶段，农民工工资
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对于收入分配形

势的影响方向是清晰的，但理论预期一直缺乏经
验证据的支撑。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目前
我们尚难以获得全面的统计数据来跟踪中国劳动

力市场迅速变化的现实。尽管对于城乡结构变迁
背景下统计数据的缺陷早有讨论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９），但在劳动力市场形势发生新变化
的条件下，其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一方面，

在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基于以前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时代的统计体系已经难以覆

盖流动的劳动力。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实施城

乡一体化的抽样体系，但依据目前的统计制度，

难以观察就业扩大对收入分配改善的积极效应是

不争的事实，而扩大就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
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即便是城乡分割的统计样
本，要想获得足够的微观信息也很困难。正是由
于这些原因，我们很难看到令人信服的研究，可
以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对收入分配形势的

影响。

对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变化关系的正确认

识，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
收入分配政策。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就业扩大效
应和低收入者的工资上涨效应，共同成为收入分
配向积极方向转化的推动力。然而，从劳动力市
场政策的效应看，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特别是
在劳动力市场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情况下，劳
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也因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越来
越注重就业保护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诚
然，在经济迅速增长，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时期，

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规制措施不会对就业岗位的

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一旦经济增长
遭受严重的负面冲击 （如国际金融危机），或长
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中，那么，要
使扩大就业效应和工资上涨效应继续保持同步，



扩大就业与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分配形势变化的影响 １１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０１３．２ （２），９－１８

就可能有比较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
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与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标相

一致，就值得决策者考量。

二、扩大就业有利于改善初次分配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收入差距的重要
原因是由于资本相对不足，而劳动力丰富。在这
种情况下，资本由于其稀缺性从而可以获得高回
报，而劳动者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的不足，难以
参与初次分配，另一方面也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
于求，其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回报很低。因此，
对于二元经济体而言，缩小收入差距的首要任
务，是让尽可能多的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参与
初次分配。只有穷人能够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最主
要的禀赋———劳动力，收入差距才有缩小的可
能。发展中国家摆脱二元经济结构是通过劳动力
不断地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来实现的。
如果说剩余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

为零的话，那么，在非农部门的就业不仅实现了
劳动力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缩小 （原本
的）剩余劳动力和非农部门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
的重要途径。
过去３０多年，中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是

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０
年，非农部门的就业总量为４．８３亿，较之２０００
年的３．５６亿增长了１．２７亿个就业岗位。尽管加
总就业统计的准确性尚存争议 （Ｄ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但根据两年的经济普查资料，我们也可

以观察到非农就业岗位的迅速增长：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间非农就业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７．２％。非农
就业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

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同时也表明有越来越多的
劳动者获得了参与初次分配的机会。
遗憾的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

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很难为现有的城乡分割的统计体系所充分反映。
由于我们尚且缺乏城乡一体化的住户调查抽样方

案，对劳动力流动所引起的收入变化，也很难精
确地反映。此外，从统计分析的角度看，对收入
不平等指数的计算，往往只计量有收入者 （收入
大于零）的情况，而略去负收入或收入为零的观
察值。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原本收入为零的劳
动者获得了低收入，他们也相应地被加入了不平
等指数的计算，此时，我们反而会观察到收入差
距扩大了。虽然我们缺乏实际的数据来描述这种
现象，但可以通过以下模拟来展示扩大就业带来
的收入分配效应改善是如何被忽略的。
我们随机产生１０　０００个观察值，其收入分布

符合正态分布。但由于在初始状态下，一部分人
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其收入为零。在表１
中，这样的观察值为８０７个。由此，我们可以相
应地计算出观察到收入的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指

数。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原本没有就业的劳动
力获得了非农收入，但他们的收入较低。我们将
初始状态理解为就业扩大之前的情形，将第二次
观察视之为扩大就业后的情形。模拟的结果见
表１。

表１　对扩大就业的收入分配效应的模拟

扩大就业前 （１） 包括零收入 （２） 扩大就业后 （３）

观察值数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收入为０的观察值数 ８０７　 ８０７　 ０

计入不平等指数的观察值数 ９９　１９３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ＧＥ （－１） １．０１ — ０．９５

ＧＥ （０） ０．２２ — ０．２５

ＧＥ （１） ０．１６ — ０．１９

ＧＥ （２）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１８

Ｇｉｎｉ　 ０．３１　 ０．４０　 ０．３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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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１中第一列所示，在就业扩大之前，度
量收入不平等时，如果在不平等指数中没有计入
小于等于零的观察值，则基尼系数为０．３１，泰
尔指数为０．１６；考虑小于等于零的观察值时，
基尼系数将扩大到０．４０；在就业机会增加以后，
如果新增加的就业者集中于相对低收入的部门，
则扩大就业后的基尼系数为０．３４，泰尔指数为

０．１９。可见，如何在计算收入分配指数时考虑小
于零的收入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判断的关键。如果
考虑所有的样本，则扩大就业一定缩小了收入差
距；如果考虑选择性的样本，扩大就业改善收入
分配的效应则可能会被遗漏。
当然，如果上述效应仅仅是在计算环节出

现的问题，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计算方法，获
得更加真实的收入分配度量。然而，在现行的
统计体系下，诸多调查的抽样方案难以有效地
反映劳动力流动及其扩大就业的效应，就必然
使我们对收入分配形势的分析，落入表１中第
一列的情形。
我们可以利用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

收集的微观数据，观察扩大就业的收入分配效
应。在以下的经验模型中，我们首先对家庭人均

收入的决定因素进行回归，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观
察在控制其他收入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就业变量
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方程
如下：

　　ｙｉ＝α０＋α１ＥＭＰｉ＋α３ＨＥｉ＋α４ＳＥＩ
＋α５ＡＧＥｉ＋α６ＡＧＥ

２
ｉ ＋α７Ｈｉ

＋α８ＭＬｉ＋α９ＦＬｉ＋α１０ＳＩＺＥｉ

＋∑
５

ｊ＝２
ＣＴｊ＋εｉ

上式左边为家庭人均收入，回归的变量分别
为家庭成员中就业者的比例、户主及配偶的受教
育年限、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及其平方项、家庭
成员的平均健康水平、家庭成员中男女劳动力的
比例、家庭规模以及城市虚拟变量。收入决定方
程的回归结果见表２。很显然，就业是家庭人均
收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在三轮数据的回归中
都显著为正。但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就业在多
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基于收入决定模型对家庭人均收入的不平等

指数进行分解，以观察不同的因素对于收入分配
变化影响的方向及程度。

表２　城市家庭的收入决定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家庭成员中就业者的比例 ６９３．４９　 １１．７０　 １０　５０５．７６　 １３．７５　 １　２５５．５　 １１．３６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２４．２０　 ６．６６　 ５３０．５３　 ８．５　 ９１．６　 １０．１０

配偶的受教育年限 ４．４８　 １．４４　 １５．０３　 ０．３４　 １．８　 ０．２０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 ２．８４　 ０．２９ －２８１．５８ －２．４ －２８．４ －２．４２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的平方 ０．１４　 １．３６　 ４．３７　 ３．７４　 ０．５　 ３．９３

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水平 ５２．２９　 ３．４１　 ５６０．６８　 ３．０６　 １４０．７　 ６．４１

男劳动力占家庭成员比例 １９５．８１　 ３．１７　 ６　７５３．２８　 ４．４ －１９８．３ －０．７０

女劳动力占家庭成员比例 ５２．０３　 ０．６０　 ７　５００．０４　 ４．５９ －２１６．９ －０．６９

家庭规模 －５５．３１ －３．８５ －３８．６４ －０．１９ －２５．３ －０．９８

武汉 －４１２．０９ －１３．００ －６　４１３．１１ －１３．３８ －５５１．４ －７．５９

沈阳 －４８０．３２ －１４．８３ －６　７１２．６６ －１４．４９ －８７６．９ －１３．５１

福州 －２４３．６２ －６．１３ －３　６４３．２９ －７．０２ －５７６．４ －８．００

西安 －４８８．１７ －１４．８５ －６　４４２．７６ －１４．０４ －７８９．２ －１１．１６

常数项 －３１７．２５ －１．３４ －１　７１３．２８ －０．６　 ２１７．１　 ０．８３

Ｒ２ ０．２４　 ０．４０　 ０．２５

Ｎ　 ３　４９０　 ２　４９９　 ３　５２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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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回归的收入差距指数分解是新近发展的

研究方法 （Ｆｉｅｌｄｓ，１９９８；Ｂｏｕｒｇｉｇｎ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Ｍｏｒｄｕｃｈ　ａｎｄ　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０２）。较之传统的
不平等指数分组分解的方法，基于回归的收入差
距指数分解有很多优越性，例如，它可以考虑连
续变量对不平等指数的贡献，也可以控制分组分
解所容易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这里利用表

２的回归结果，对城市家庭收入的泰尔指数进行
分解，其基本方法如下。
遵循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 （１９８２）提出的基本概念，

不平等指数可以表达为家庭收入加权之和的

形式：

　　Ｉ（ｙ）＝∑ａｉ（ｙ）ｙｉ （１）

其中，Ｉ（ｙ）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如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ｙｉ 为家庭ｉ的人均收
入，ａｉ（ｙ）为应用于每一个家庭的权重，它随着
收入差距度量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回归方程
中的每一个回归因子都对不平等指数有贡献。我
们可以将因素ｋ （即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残
差）在整体不平等指数中的贡献ｓｋ 用 （２）式来
表达：

　　ｓｋ ＝
∑
ｎ

ｉ＝１
ａｉ（ｙ）ｙｋｉ

Ｉ（ｙ）
（２）

由于 （２）式中每一个收入来源取决于回归
系数 β

　∧

ｋ 和家庭ｉ每一个因素的绝对水平ｘｋｉ ，因
此，基于回归的收入差距分解可以表达为：

　　ｓｋ ＝β
　∧

ｋ
∑
ｎ

ｉ＝１
ａｉ（ｙ）ｘｋｉ

Ｉ（ｙ

烄

烆

烌

烎）
（３）

具体到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指标———泰尔指
数，收入差距的总体指数及其按照回归方程的分
解来源分别是：

　　ＩＴＴ（ｙ）＝ １ｎ∑
ｎ

ｉ＝１

ｙｉ
μ
ｌｎ（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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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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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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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ｌｎ（ｙｉ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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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表２的回归结果将家庭
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进行因素分解。我们的估计
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几轮的回归
中处于下降趋势，泰尔指数度量从２００１年的

０．２８５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２３１。由于根据各个因
素分解后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具有可分可加的特

性，我们将表２中的因素根据类别合并，所得到
的结果如表３所示。从表３的结果我们可以发
现，扩大就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三轮调查
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其他因素 （如劳动力
素质、家庭结构与规模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仅仅通过扩大就业就可以使城市家庭以泰尔指

数度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１４％～２３％。同
样，我们也可以推论，过去３０多年就业规模的
总体扩大，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也具有同样的效应。从其他类别的因素看，人
力资本的增加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人口统
计特征的变化在总体上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积

极的作用，但区域间的差距仍然是收入差距的
重要来源。

表３　收入差距的来源：基于回归结果的分解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家庭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 ０．２８５　 ０．２６１　 ０．２３１

家庭成员的就业比例 －１４．１ －２２．５ －１３．５

人力资本 －２５．０ －４５．５ －４１．９

人口统计特征 －１１７．６ －４．７ －１４．５

区域因素 １１１．０　 ２９．０　 ３５．９

回归残差项 １２０．９　 １３６．０　 １２８．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
计算。

三、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

如前所述，囿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尚难以观
测到由于劳动力大规模地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以及

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所引起的总体收入差距变

化。但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已
经告诉我们，劳动力市场结果朝着有利于收入分
配形势改善的方向变化。姑且不论造成收入差距
的其他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会使得工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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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来
分析劳动力流动及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农民工内部的收入趋同
首先，既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

上是对收入差距的反映，那么劳动力流动本身就
应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并缩小劳动者之
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民工内部的收入趋同。
在以前的经验分析中 （Ｃａｉ，Ｄ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７），

我们已经发现了农民工的工资趋同以及劳动力市

场一体化不断演进的趋势。随着劳动力市场形势
的变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开始加速，
这必然驱使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将呈逐步缩

小之势。同样，我们根据三轮的中国城市劳动力
市场调查数据，观察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变化情况，所得到的各种收入差异度量指标的计
算结果见表４。

表４　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

ＣＵＬＳ２００１
（ａ）

ＣＵＬＳ２００５
（ｂ）

ＣＵＬＳ２０１０
（ｃ）

（ｃ／ａ－１）×１００％

ｐ９０／ｐ１０　 ５．８５４　 ５．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３５．９

ｐ９０／ｐ５０　 ２．６１４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５

ｐ１０／ｐ５０　 ０．４４７　 ０．５００　 ０．５３３　 １９．２

ｐ７５／ｐ２５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９．８

ＧＥ （－１） ０．３２１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２ －３７．１

ＧＥ （０）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３　 ０．１６８ －３５．９

ＧＥ （１） ０．２９１　 ０．１９５　 ０．１７５ －３９．９

ＧＥ （２） ０．４４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２０ －５０．３

Ｇｉｎｉ　 ０．３９６　 ０．３３４　 ０．３１９ －１９．４

Ａ （０．５）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２ －３６．４

Ａ （１） ０．２３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５ －３２．９

Ａ （２） ０．３９１　 ０．２９６　 ０．２８８ －２６．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

在表４中有四类指标：分位值的比、广义熵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ｎｔｒｏｐｙ）、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
数。我们看到，尽管各类指标对农民工收入差异
变化的敏感区域不同，但收入差异指标总体下降
的趋势是一致的。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０１年相比，基尼
系数下降了１９．４％，泰尔指数则下降了４０％。

而由于普通工人工资的普遍上涨，收入最高的

１０％农民工和收入最低的１０％农民工的平均收
入之比，２００１ 年为 ５．８５，到 ２０１０ 年下降到

３．７５，下降的幅度为３５．９％。我们也可以推断，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普通工人在劳动力市
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是导致农民工内部出现工
资趋同的重要原因。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趋同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趋同正在发生，农民工

内部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大家更为关

心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是否产生了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并导致城市劳
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了回答这

一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农民工身份
是否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是导致其收入差

距的决定因素。我们关于劳动力流动政策和户
籍制度改革进程的梳理已经表明，从就业和工
资决定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较为
充分，这也就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程度的提高，户籍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会逐步
弱化。为了从经验上验证居民身份对工资决定
的影响，我们将农民工样本和城市本地职工的
样本混合，并加入 “是否具有外来身份”的虚
拟变量，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区域特
征 （城市变量）后，观察迁移身份变量的系数
变化。具体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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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外来身份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ＣＵＬＳ２００１ ＣＵＬＳ２００５ ＣＵＬＳ２０１０

迁移身份 （农民工＝１） －０．１０７（３．８５）＊＊＊ －０．０８７（２．９５）＊＊＊ －０．０４８（２．３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０２（２５．２１） ０．０９８（２０．６０） ０．１１（３０．９８）

经验 ０．００５（１．８９） －０．００１（１．０９） ０．０１８ （６．４８）

经验的平方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５．１３）

性别 （男性＝１） ０．２１（１０．５０） ０．２４（１１．０７） ０．１８（１１．０５）

城市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观察值数 ６　２６０　 ６　５３５　 ７　９４０
调整后Ｒ２ ０．３１　 ０．４２　 ０．３７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ｔ统计值，＊＊＊为在１％水平上显著，＊＊为１％水平上显著。

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户籍制度
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逐步减弱。如表５所示，在
控制其他变量之后，２００１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
水平较之本地工人低１１％，到２００５年下降到

９％，２０１０年进一步下降到５％。考虑到农民工
流入城市的数量呈扩大趋势，２００９年农民工总
量是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３倍，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
之间的工资趋同，必然会成为推动劳动力市场上
总体工资差异缩小的重要力量。
当然，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增强，以及户

籍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弱化，只是流动人口和
城市本地人口工资收入差距缩小的必要条件之

一。如果这两个群体在禀赋特征上仍然存在显
著的差异，那么，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也会

使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我们看到，
由于教育规模的扩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以受
教育年限度量的教育水平在两个群体之间呈缩

小的趋势。例如，２００１年城市本地职工的平均
收入教育年限为１１．６５年，是农民工的１．４１
倍，２０１０年城市本地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２．５５年，是农民工的１．３１倍。同时，农民工
在城市工作经历的延伸也有利于他们获得更高

的收入。为了直接观察包含两个群体之后的城
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我
们同样使用三轮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数据计

算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

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各种收入差异指标的计算
结果见表６。

表６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差距的变化

ＣＵＬＳ２００１
（ａ）

ＣＵＬＳ２００５
（ｂ）

ＣＵＬＳ２０１０
（ｃ）

（ｃ／ａ－１）×１００％

ｐ９０／ｐ１０　 ５．６１９　 ５．０００　 ４．６２５ －１７．７

ｐ９０／ｐ５０　 ２．４５８　 ２．５００　 ２．２２０ －９．７

ｐ１０／ｐ５０　 ０．４３８　 ０．５００　 ０．４８０　 ９．６

ｐ７５／ｐ２５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５５７　 ６．５

ＧＥ （－１） ０．３３３　 ０．２６６　 ０．２２８ －３１．５

ＧＥ （０） ０．２３２　 ０．２１４　 ０．１８４ －２０．７

ＧＥ （１） ０．２４７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５ －２５．１

ＧＥ （２） ０．３５２　 ０．２９１　 ０．２２４ －３６．４

Ｇｉｎｉ　 ０．３７１　 ０．３５９　 ０．３３２ －１０．５

Ａ （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８ －２１．４

Ａ （１）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２　 ０．１６８ －１８．８

Ａ （２） ０．４００　 ０．３４７　 ０．３１３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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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劳动力
市场总体工资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
由２００１年的０．３７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３３；泰尔
指数由０．２５下降到０．１９。其他不平等的度量指
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基尼系数的变化受到各

界最多的关注，但不同的收入差距度量方式对于
我们理解收入分配的变化有不同的意义。就广义
熵而言，其参数值越大，度量不平等的指数值对
于位于收入分布顶端的收入差异越敏感；而阿特
金森指数的参数越大，度量不平等的指数值对于
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收入差异越敏感；基尼系数
则对于中间收入者 （众数）敏感。
由表６可见各种不平等度量指标也的确呈现

出了不同幅度的变化。以广义熵为例，如果使用
对收入底部差异和收入顶端差异敏感的ＧＥ （－１）
和ＧＥ （２），这两个指数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下降
幅度分别为３１．５％和３６．４％。而对位于收入分
布中间部分的敏感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则变化幅
度相对较小，例如基尼系数仅下降了约１１％。
阿特金森指数的变化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对位
于收入分布两端敏感的指数分别下降了２１．４％
和２１．８％，而 对 中 间 区 域 敏 感 的 指 标 下 降
了１８．８％。
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

表现以及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关系的变化，都有
可能影响到城市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由于普通
劳动者的工资快速上涨，位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收入分布底部的群体收入差异会有更明显的变

化。因此，ＧＥ （－１）和Ａ （２）都会有比较明显
的变化；而农民工群体中的成功者在城市劳动力
市场上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从而使城市
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分布顶端的群体收入差异也产

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ＧＥ （２）和 Ａ （０．５）
也会有更明显的变化。
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体现于不同

群体的收入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使用更丰富的
指标来更加全面地观察、度量这种变化。此外，某
一个收入差异度量指标的变化不敏感，如基尼系
数，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形势没有得到改善。

（三）总体收入差异的变化
虽然我们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微观数据

发现农民工内部的工资趋同以及农民工与城市本

地职工的工资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尚不足以
说明劳动力流动和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对总体的

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一直以来城
乡收入差距都被认为是总体收入差异最主要的组

成部分。但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在城乡收入调查
里都没能有效地包括农民工群体可能造成严重的

抽样偏差 （Ｐａｒｋ，２００７），并导致对收入差距的
高估 （Ｃａ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９）。
遗憾的是，我们尚缺乏对总体具有代表性

的时间序列资料，以分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总
体收入差异的变化情况。不过，我们可以利用

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观察如果
在现有的城乡收入统计体系里加入农民工，会
对收入分配的估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表７
中第一列通常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即只
包括农村工人和城市工人，而第２列则是包括
了农民工的情形。估计结果显示，如果包含了
农民工，那么几乎所有的收入差异度量指标值
都会下降。
可以预见的是，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农民

工的工资收入越高，在估算收入差距时，忽略农
民工群体所造成的偏差就越大。表７的信息是基
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所得。根据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调查，２００５年农民工的数
量为１．２６亿，月平均工资水平为８２１元 （２００１
年）；到２００９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１５．６％，实际
工资水平增长了４８．７％。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忽略农民工群体所造成的总体收入差距的高估会

更严重。

表７　城乡收入差异的变化：有偏和无偏的估计

农村工人＋城市工人 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农民工 变化 （％）

ｐ９０／ｐ１０　 １０．６４２　 １０．１４５ －４．６７

ｐ７５／ｐ２５　 ３．６０４　 ３．６９４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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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农村工人＋城市工人 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农民工 变化 （％）

ＧＥ （－１） ０．６６８　 ０．６５７ －１．６５

ＧＥ （０） ０．４２２　 ０．４０８ －３．３２

ＧＥ （１） ０．４２５　 ０．４０７ －４．２４

ＧＥ （２） ０．７４０　 ０．７０５ －４．７３

Ｇｉｎｉ　 ０．４８４　 ０．４７４ －２．０７

Ａ （０．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３ －３．６８

Ａ （１） ０．３４４　 ０．３３５ －２．６２

Ａ （２） ０．５７２　 ０．５６８ －０．７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得出。

四、结论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未
能实现劳动力完全自由的流动，但在过去３０多
年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充分有效的。其突出
的体现就是，直接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制度
约束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
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规模越来越大。
实证研究的观察也表明，市场机制在就业决定和
工资形成等环节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
使得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工资

性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我们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劳

动力流动规模的增加，无疑是缩小收入差距的
积极手段。根据本文的分析，劳动力流动通过
两个效应改善了收入分配形势。首先，通过就
业扩大效应，即让更多的人参与初次分配，进而
改善收入分配的形势。遗憾的是，现有的统计资
料难以使我们对这一效应进行全面的评估。其
次，通过收入趋同效应缩小收入差距。当经济发
展面临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会引
发不同群体的工资趋同，并产生缩小收入差距
的推动力。我们的观察表明，农民工之间、城
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都可能因劳动力的流动而缩小。基于城市劳
动力市场的微观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不断扩
大的就业总量 （主要是农民工）是缩小收入差
距的推动因素。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至少可以说劳动力市
场发育带来的就业扩大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所产

生的工资收敛，正在对缩小收入差距发挥积极的
作用。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刘易斯转折点之
后，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会向更有利于收入分
配改善的方向转化，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会合也
会加速。
考虑到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福利、资产收入

等）是构成收入分配形势的影响因素，在判断总
体的收入差距形势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证
据以观察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影响

和总体收入分配趋势的变化方向。
当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进程也远远没有结

束。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对以户籍制
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虽然在不同人
群之间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体
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但对户籍制度的系统改
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在劳动力市场业已出现较为
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可
以进一步刺激可能出现停滞的劳动力流动趋势，
使扩大就业和劳动力流动进一步为缩小收入差距

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Ｂｏｕｒｇｉｇｎ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Ｍ．，ａｎｄ　Ｇｕｒ－

ｇｒａｎｄ，Ｍ．（１９９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ｉｗａｎ，１９７９—１９９４．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ＬＡＣＥ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ａｉ，Ｆａｎｇ，Ｙａｎｇ　Ｄｕ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ｂａｏ　Ｚｈａｏ．（２００７）．



１８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０１３．２ （２）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０１３．２ （２），９－１８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ｅｄｓ）．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Ｄｕ，Ｙａｎｇ，Ｍｅ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２０１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ｗｉｓｉ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 （３）．

Ｆｉｅｌｄｓ，Ｇａｒｙ　Ｓ．（１９９８）．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Ｍｉｍｅｏ：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ｒｄｕｃ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ｙ　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０２）．Ｒ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ｕ－
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２ （４７６），９３－１０６．

Ｐａｒｋ，Ａ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７）．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Ｓｈａｈｉｄ　Ｙｕｓｕｆ　ａｎｄ　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ｅｄｓ）．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ｉ－
ｚ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ｏｈｕａ　Ｃｈｅｎ．（１９９９）．Ｗｈ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ｍｅａｓｕｒ－
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Ｏｘ－

ｆｏｒ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６１ （１），

３３－５６．

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Ａｎｔｈｏｎｙ　Ｆ．（１９８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５０ （１），１９３－
２１１．
蔡昉、王美艳．（２００９）．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学动态，８．

Effects of Labor Mobility and Employment
Growth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Ｄｕ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ｗａｇｅｓ．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ｌｌ　ｋｅｅｐ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ｗ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